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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飞机高空颠簸是由自由大气中湍流过程诱发的飞行现象，对飞行安全存在巨

大威胁。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东亚地区飞机颠簸呈逐年增多趋势。为了更好地了

解中国及周边区域高空颠簸的来源和发生规律，本文基于两套不同来源的飞机气

象观测资料（AMDAR），通过质量控制和标准化处理，建立了一套以湍流耗散

率（EDR）表征飞机颠簸的全球一年的颠簸观测数据集。并使用该数据集，结合

FY-4A卫星观测和 ERA5再分析资料，对我国三类高空颠簸：晴空颠簸（CAT）、

近云颠簸（NCT）以及对流诱导颠簸（CIT）的空间分布、季节以及日变化特征

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晴空颠簸高发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至日本以东

洋面上空对流层顶附近；近云颠簸有 4个活跃区，分别位于我国华东、华北、南

海地区以及日本上空，青藏高原北坡至东坡是我国西部近云颠簸易发生区域；对

流诱导颠簸则主要集中出现在华南地区。三类高空颠簸均有显著的季节和日变化

特征。其中晴空颠簸在冬春季午后高发，近云和对流诱导颠簸更易出现在夏季上

午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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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pper-level aviation turbulence is triggered by turbulence in the free atmosphere.

It is a major concern for aircraft operations. Under a warming climate, the turbulence

over China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ur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level aviation turbulence over China, two sets of Aircraft

Meteorological Data Relay (AMDAR) are used to establish a one-year global

turbulence observation dataset in the form of eddy dissipation rate (EDR) through

quality controls and consistency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aviation, FY-4A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nd the ERA5 reanalys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seasonal and diurnal variations of three types of upper-level aviation turbulence,

clear-air turbulence (CAT), near-cloud turbulence (NCT), and convective-induced

turbulence (CIT) over China,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active zone of the

clear-air turbulence is prone to occur in the upper troposphere near the tropopause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Near-cloud turbulence over China has 4 active zones, which

are located in eastern, northern China, and the South Sea, as well as over Japan. The

northern to eastern slopes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re regions with a high

probability of near-cloud turbulence in western China. The convective-induced

turbulence concentrated more over southern China. All three types of turbulence

exhibit typical seasonal and diurnal variations. Clear-air turbulence is more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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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n the afternoon during winter and spring seasons, while near-cloud and

convective-induced turbulence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the morning during

summertime.

Key words Aviation turbulence, AMDAR data, Satellite observations, Clear-air

turbulence, Convective-induced turbulence, Near-cloud 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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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1

飞机颠簸是指飞机在经过扰动气流区而出现机身震颤，并在短时间内反复急速上抛急2

速下降的现象。当它发生在飞机进入巡航飞行阶段时，由于乘客安全意识松懈，常常会造3

成严重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4

FAA）官网统计，在非致命事故中，飞机颠簸是导致人员受伤的最主要事件类型。美国每5

年因颠簸受伤的人数平均为 58人，颠簸造成的飞机机体损伤，飞机延误，燃油损耗所产6

生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0万元/年（FAA，2017）。7

近年来，中国地区飞机颠簸事件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据中国民航统计，2013-20188

年期间，运输航空报告颠簸事件共计 678次。而 2017-2021年期间，中国地区所发生的颠9

簸事件总计超过 1700次，其中次数最多的年份是 2019年（统计信息来源于：国际民航组10

织 第 41 届 技 术 委 员 会 工 作 文 件11

https://www.icao.int/Meetings/a41/Documents/WP/wp_235_zh.pdf [2024-10-26]，江南时报12

https://www.jntimes.cn/xxzx/202403/t20240324_8236439.shtml [2024-10-26]）。在这些颠簸13

事件中，人员伤亡报道屡见不鲜。例如，2015年海南航空一架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航班，14

在飞行途中遭遇强烈颠簸，导致部分乘客从座位上飞出，头撞在机舱天花板上受伤。202315

年 7月 10日国航一架 A330-300 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途中遭遇强烈颠簸，造成部分机16

组人员和旅客受伤。因此，开展对我国及其周边区域飞机颠簸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17

科学意义。18

飞机颠簸成因复杂，影响的因素很多。就高空颠簸而言，目前公认主要来源于两类不19

稳定。一类是切变不稳定，另一类是对流不稳定。切变不稳定是目前所知的重力波产生的20

三个重要机制之一（Storer et al., 2019）。当切变不稳定增强，波的振幅随时间增大，动21

能逐渐向湍能转换，湍流发生。在晴空无云条件下，湍流通常会引起晴空颠簸（Clear-air22

turbulence,CAT）。对流不稳定则通常伴随大气整层热量、动量和水汽的垂直交换，局地23

产生强烈的上升和下沉运动。对流强度越强，湍流混合作用就越强，与对流直接相关的颠24

簸通常被称为对流诱导颠簸（Convective-induced turbulence,CIT）。目前很多研究发现，25

对流引发强颠簸的概率更高。Kaplan et al. (2005) 对 44个严重航空颠簸个例进行了深入研26

究，结果发现 86%的个例与对流活动有关，14%则是与晴空湍流有关。除此以外，近年来27

研究发现在非对流云区附近也会引发高空颠簸，这类颠簸被称为近云颠簸（Near-cloud28

turbulence, NCT）。由于引起颠簸的大气湍流的时空特征变化很快，因此人们对颠簸发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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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和机理至今仍然缺乏充分认识。尤其是中国及其周边区域内的不同类型颠簸的发生规30

律和时空特征研究相对较少，值得开展深入研究。31

过去由于观测资料匮乏，很多研究采用基于数值预报资料计算得到的诊断指数来研究32

颠簸特征。尽管当前数值预报资料时空分辨率有了显著改善，但是对于由水平尺度介于33

100-1000m之间的大气湍流所引发的飞机颠簸，完全利用数值预报产品仍可能产生严重的34

低估。随着资料种类的丰富以及观测时空分辨率的提升，利用多源观测资料开展颠簸特征35

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Wolff 和 Sharman (2008)基于多年的 PIREPs 资料（Pilot36

report飞行员报告）结合地形、闪电、卫星和雷达反演的云顶和云底高度等资料，采用统37

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大陆区域高空颠簸特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大陆区域上空颠簸38

的主要来源包括地形波和高空急流。冬季沿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东部以及墨西哥湾一39

带上空的颠簸与对流密切相关，而俄亥俄州山谷区域的颠簸则与层状云有关。Kim和 Chun40

（2011）利用 5年的 PIREPs资料结合地形、闪电以及再分析资料，对韩国高空颠簸特征41

进行了细致分析。他们将高空颠簸划分为晴空颠簸（CAT）和对流诱导颠簸（CIT）。其42

中，晴空颠簸又按照与急流和地形波的关系，进一步分类为急流和地形波引发的晴空颠簸。43

分析结果表明，韩国上空对流诱导颠簸主要发生在夏季，约占中度以上强度颠簸44

（moderate-or-greater简称MOG级颠簸）的 11%，而与高空急流有关的晴空颠簸在MOG45

级颠簸中占比最高，达 33%以上。46

在航空气象中，主要的资料来源有 PIREPs和 AMDAR资料。由于 PIREPs资料主要47

是通过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主观判断并记录，因此资料中颠簸发生的时间、位置和强度信48

息均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其中强度以等级形式定性给出，一般分为 4级（无，轻度，中度49

和重度）（Schwartz 1996;Sharman et al., 2006, 2014）。为了对颠簸强度进行定量评估，199850

年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简称WMO）协调全球航空气象报51

资料建立了飞机气象资料中继系统（Aircraft Meteorological Data Relay, AMDAR），实现52

对全球飞机自动观测资料实时交换共享。AMDAR资料中包含三种形式的飞机颠簸记录：53

湍流耗散率的三分之一次方（eddy dissipation rate，简称 EDR）（Sharman et al.,, 2014）；54

垂直等效阵风风速（derived equivalent vertical gust velocity，简称 DEVG）（Hoblit 1988）；55

以及湍流等级（Sharman et al., 2014）。在这三种形式的颠簸观测中，EDR是根据湍流动56

能转化为热量的速率估算得到，其大小与飞机机型、重量和速度无关，因此能够更为真实57

地表征颠簸的强度和大气湍流状态（MacCready 1964；Sharman et al., 2014; Cornman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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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第二十版《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中明确指出，59

“颠簸应该以湍流耗散率的三分之一次方（ EDR）形式报告”。目前中国及其周边区域60

可获取到的 AMDAR资料中，三种形式的颠簸记录均存在。为了对该地区颠簸特征进行61

较为客观的分析，本研究将基于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的 AMDAR颠簸观测，构建一62

套覆盖中国及其周边区域飞机颠簸 EDR数据集。并在该数据集的基础上，结合 FY-4 卫63

星观测和 ERA5再分析资料分析不同类型颠簸的发生规律和时空分布特征。64

本文章节安排如下，第 2节主要介绍本文研究所使用飞机颠簸数据集以及其他观测资65

料，针对颠簸数据集所采用的质量控制以及颠簸观测量之间的转换方案。第 3节对转换后66

的 EDR数据集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中国地区颠簸时空特征分析。第 4节为全67

文的总结。68

2. 数据和方法69

2.1 数据介绍70

本研究使用的观测资料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全球飞机自动观测资料（AMDAR），71

FY-4A 静止卫星观测和产品，以及 ERA5全球再分析资料。以下对这三类资料进行简要72

介绍。73

本研究中使用了两套 AMDAR资料，时间跨度均为 2019年 3月-2020 年 2月。第一74

套飞机观测数据集由美国大气研究中心地球观测实验室（National Center of Atmospheric75

Research/Earth Observation Laboratory NCAR/EOL）接收并进行解码处理。该数据集由美76

国政府和 7个航空公司（包括 American，Delta，Federal Express，Northwest，United等）77

共同资助建立，主要覆盖欧美大陆、太平洋、大西洋、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图 1a）。数78

据集中的飞机颠簸信息以 EDR形式记录。第二套飞机观测数据集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79

信息中心通过 GTS接收整理（廖捷和熊安元，2010）。观测主要来自亚洲和大洋洲航线80

的飞机，覆盖范围包括欧洲、美洲、亚洲、大西洋、印度洋、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地区，81

颠簸强度以湍流等级或 DEVG形式记录。其中 DEVG主要覆盖北美、澳大利亚、欧洲以82

及中国（图 1b），湍流等级记录主要覆盖中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图 1c）。83

EDR作为湍流强度的度量最初是由MacCready（1964）提出，其核心思想是基于湍84

流耗散率的三分之一次方与飞机载量均方根的线性关系，通过垂直风速或者是飞机的垂直85

加速度来估计湍流强度。EDR计算方法很多，本文中使用的 NCAR/EOL接收的 AMDAR86

资料中的 EDR采用的是主流的垂直风速算法（Sharman et al.,2014）。DEVG是等效垂直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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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风风速，这个参数最早由 Pratt 和 Walker（1955） 提出，是另一种衡量垂直方向上风88

速变化和湍流大小的指数，与飞机重量、风速、飞机垂直加速度有关。目前欧洲和澳大利89

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多以 DEVG作为颠簸强度衡量指标。由于 DEVG计算中的经验参数依90

据特定机型获得，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据统计，DEVG 对颠簸测量91

的不确定性约 3%，最大可以达到 12%（WMO，2003）。由于 EDR和 DEVG计算方法不92

同，EDR的值域范围在[0,1]之间，DEVG通常比 EDR大 1个量级，表 1所示是两种颠簸93

指标的强度分级阈值。94

表 1 EDR和 DEVG 颠簸强度分级阈值(sharman et al., 2014; Stickland 1998)95
Table 1 Thresholds of turbulence intensity for EDR and DEVG (sharman et al.,2014; Stickland 1998)96

颠簸指标（单位） 无颠簸 轻度颠簸 中度颠簸 重度颠簸

EDR （m2/3 s-1) 0-0.1 0.1-0.22 0.22-0.38 >0.38

DEVG （m s-1） 0-2.0 2-4.5 4.5-9 >9

97

除了采用定量指数衡量颠簸强度以外，目前在部分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仍然沿用飞行98

员报告（PIREPs）的方式。为了便于编码，记录常以数字形式表示。湍流等级就是 PIREPs99

记录的不同气象条件下颠簸强度的数字表示，分为 0-15级（表 2）。100

表 2 湍流等级含义101
Table 2 Meaning of turbulence index102

等级 颠簸强度（天气状况） 等级 颠簸强度（天气状况）

0 无颠簸（多云） 8 无颠簸（可能云可能晴空）

1 轻度颠簸（多云） 9 轻度颠簸（可能云可能晴空）

2 中度颠簸（多云） 10 中度颠簸（可能云可能晴空）

3 重度颠簸（多云） 11 重度颠簸（可能云可能晴空）

4 无颠簸（晴空） 12 超重度颠簸（晴空）

5 轻度颠簸（晴空） 13 超重度颠簸（多云）

6 中度颠簸（晴空） 14 超重度颠簸（可能云可能晴空）

7 重度颠簸（晴空） 15 --

103

Kim 和 Chun（2016）研究表明轻度及以上强度颠簸大部分集中在 15kft（约 4572m）104

以上，因此本研究的数据处理方案以及分析主要针对距离地面 5000m以上的高空颠簸。105

图 1 给出了 2019 年 3 月-2020 年 2 月距地 5000m 以上的两套 AMDAR 数据集。如图 1d106

所示，中国及其周边区域内三种形式的颠簸记录均存在。因此，为了对该区域上颠簸特征107

有全面客观认识，需要对两套数据集中不同来源的颠簸信息进行整合，形成标准统一的数108

据。109

 

  
  
  
  
待
  
刊

  
  
大
  
气
  
科
  
学

大
  
气
  
科
  
学

  
  
待
  
刊



第 5 页

图 1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距地 5000m高空以上两套 AMDAR数据集中三种形式颠簸记录的空间分110
布。a) EDR；b) DEVG 和 c）湍流等级记录（彩色区域表示累积记录数，单位：个;图 a,b中红色矩形111
框表示 2.2节中用于构建 DEVG 和 EDR转换模型和检验所使用的数据区域。区域 a为北美大陆区域的112
观测作为训练样本构建 DEVG 与 EDR的转换模型，区域 b和 c为用于检验模型的西太平洋和欧洲大113
陆区域）以及 (d) 2019年 8月 8日中国及其周边区域三种颠簸参数记录的分布（红点：湍流等级；绿114

点：EDR；蓝点：DEVG）。115
Figure. 1 Cumulative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urbulence above 5000m in a) EDR; b) DEVG; and c) turbulence116
level from March 1, 2019 to February 29, 2020 in the two AMDAR datasets(the color shading area represents117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records; the red rectangular boxes in Figures 1a and b represent the data regions118
that are used in Section 2.2 to construct the DEVG and EDR conversion model and model verification.119
Region a is the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al region where is used as the training sample to construct a120

conversion model, while regions b and c are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European continental regions121
respectively where used to test the model);d) the distribution of three turbulence records within China and its122
surroundings on August 8, 2019. (red spots represent turbulence index, and green and blue spots indicate123

EDR and DEVG respectively.)124
125

此外，为了分析不同类型颠簸的来源和分布特征，本文中还使用了 FY-4A卫星多通126

道扫描成像辐射计（Advanced Geostationary Radiation Imager:AGRI）通道亮温和定量反演127

产品以及同时期的 ERA-5再分析月平均高空资料（空间分辨率 0.25º,高空资料的垂直层128

数为 37层，其中对流层低层 1000-750 hPa 以及高层 250-100hPa垂直分辨率为 25 hPa）。129

FY-4A卫星的 AGRI光谱范围为 0.45-13.6μm，共有 14个通道，包含 3个可见光和近红外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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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3 个短波红外和 8 个中长波红外通道。可见光和短波红外通道的星下点分辨率为131

0.5-2km，中长波红外通道的星下点水平分辨率为 4 km。FY-4A包含全圆盘和中国区观测132

模式，时间分辨率分别为 1 小时和 5 分钟。除了卫星观测资料以外，本文还使用了133

FY-4A/AGRI 的云覆盖率、云顶高度和云顶温度产品，这些产品均是 FY-4A 业务发布产134

品。云覆盖率是在云检测基础上统计得到的观测像元内云的覆盖百分比。云顶高度和云顶135

温度产品主要是基于 AGRI 的 10.8μm和 12μm，以及 13.3μm CO2吸收通道，采用一维变136

分的方法反演得到。评估结果表明，FY-4A云顶温度平均偏差为±3K，云顶高度偏差为±137

0.5km（崔林丽等，2020；王富和赵宇，2021）。上述三种定量产品的时空分辨率与138

FY-4A/AGRI的红外通道分辨率一致。139

140

2.2 质量控制方案141

在开展对两套飞机观测资料中的颠簸记录的标准化处理之前，首先需要对原始观测数142

据进行质量评估和质量控制。其中，NCAR/EOL的 AMDAR资料中已对 EDR逐点记录采143

用 12bit位质量标识码的质量控制方案。该方案规定如果其中任何一位的标识为失败，则144

该数据无效。国家信息中心接收并整理的 AMDAR数据集中目前对 DEVG以及湍流等级145

这两种颠簸强度参数均未进行质量控制。为此，本文重点针对这两种参数数据进行质量控146

制。147

图 2所示是质量控制方案的技术路线图。该技术方案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148

数据集中的 DEVG和湍流等级分别进行极值检查、连续性检验以及孤立点剔除；第二部149

分是对两种参数再进行交叉检验，进一步剔除可疑记录。各步骤的具体说明如下：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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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图 2. AMDAR资料中颠簸观测质量控制技术路线152
Figure 2. Flow chart of the quality control scheme for the aviation turbulence in AMDAR153

154

2.2.1 自检验155

在自检验中，第一步对两种不同颠簸参数进行缺测值去除；第二步剔除 5000米以下156

的记录点；第三步是进行记录中的异常点剔除。157

图 3中的黑线分别为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数据集中 5000米以上原始 DEVG和湍158

流等级的概率密度分布。其中，湍流等级在统计时只考虑颠簸强度，将不同天气条件下具159

有相同强度的颠簸合并，将原始的 0-15个等级，压缩为 1-4个等级，分别对应无颠簸，160

轻度，中度和重度颠簸。由图 3 可见，两种颠簸参数均存在明显的双峰结构。DEVG 的161

主峰在 0-2之间，第二个峰值出现在 12-14之间。湍流等级最高峰在 1-2之间，次峰出现162

在等级 3到等级 4之间。从过去已有的统计结果表明，无论在哪个区域，且无论以何种形163

式来表征颠簸强度，中度以上（MOG）的颠簸在总样本中的占比都非常小。例如，Kim164

和Chun（2011）基于 5年的 PIREPs资料统计了韩国高空颠簸分布，中度颠簸占比约 2.94%，165

重度颠簸占比约 0.08%。之后，他们又基于 11个月的 DEVG统计了东亚和全球高空颠簸，166

结果显示全球（东亚）中度和重度颠簸占比约 0.29%（0.37%）（Kim 和 Chun，201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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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man et al.,（2006）指出，从气候统计结果看，高空颠簸记录中无颠簸和轻度颠簸占比168

最大，概率密度分布应遵循对数正态分布特征。由此来看，国家信息中心采集的飞机观测169

原始颠簸数据存在误测值。为此，在自检验中我们分别对两种颠簸参数，针对每个颠簸记170

录点检查与该点临近的 6个记录点是否存在有效值，如果均无，则将该点作为孤立假值剔171

除。172

2.2.2 交叉检验173

在自检验的基础上，对两种参数进行交叉检验来进一步剔除异常值。具体来说，就是174

以任意 DEVG或湍流等级记录点为中心，检查与该点空间上最临近，且与该点时间相差175

±1小时以内的 20个湍流等级或 DEVG 记录点是否存在有效值，如果均无，则将该点作176

为孤立虚假值剔除。177

经过以上质量控制后的两种颠簸参数的数据分布如图 3中红线所示。由图可见原来中178

度以上颠簸记录得到有效控制，数据集中两种颠簸参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均符合对数正态分179

布的单峰特征。180

181

图 3. 5000m以上高空颠簸质量控制前后的概率密度分布. (a) DEVG（单位：m s-1）；(b)湍流等级.182
Figure 3.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a)DEVG(Unit: m s-1); and b) turbulence level above 5000m before183
and after quality control.(black curves represent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the two indices before quality184

control; red curves indicate that after quality control).185
186

2.3 标准化处理187

由于两套飞机观测资料的空间覆盖差异，这里需要首先使用质量控制后的国家信息中188

心的 AMDAR 数据集建立湍流等级与 DEVG 转换关系，再使用两套数据集中的 EDR 与189

DEVG数据建立 EDR与 DEVG的转换关系，最后将三者统一用 EDR表示。190

2.3.1 湍流等级与 DEVG 转换191

 

  
  
  
  
待
  
刊

  
  
大
  
气
  
科
  
学

大
  
气
  
科
  
学

  
  
待
  
刊



第 9 页

在国家信息中心获取的 AMDAR资料中，DEVG与湍流等级在澳大利亚地区的部分192

记录来自于同一班次航班，可基于这些记录直接进行点对点的时空匹配，构建两种参数的193

转换关系。与 2.2.1节中处理方法一样，这里也将湍流等级由原始的 0-15个等级，压缩为194

1-4个等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经过质量控制后一年的 DEVG与湍流等级报告进195

行时空匹配，得到对应不同湍流等级的 DEVG箱线图（图 4）。从每个等级的 DEVG中196

位数分布来看，DEVG 随湍流等级增大而增大，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197

R2为 0.9619。我们对数据进行多项式曲线拟合得到了 DEVG 与湍流等级的关系式如式 1198

所示：199

20.5613P 0.149PDEVG  （1）200

式中 P表示湍流等级强度。201

202
图 4 5000米以上等效垂直阵风速（DEVG，单位 m s-1）与湍流等级报告箱线图203

Figure 4. Box plot of DEVG and turbulence level above 5000m.204

表 3为由湍流等级反演的 DEVG*与原位观测的 DEVG的均值与标准差，二者相差约205

0.1，表明反演的 DEVG*与原位观测的 DEVG两者具有相似的分布。206

表 3 2019年 3月 1日至 2020年 2月 29日湍流等级反演 DEVG*与原位 DEVG 的平均值与标准差207
Table 3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DEVG* derived from turbulence level and in situ DEVG during208

Mar 1,2019-Feb 29, 2020209

均值 (m s-1) 标准差 (m s-1)
DEVG* 0.5017 0.3441
DEVG 0.4364 0.5505

2.3.2 DEVG 与 EDR 转换210

Sharman et al.(2014)曾指出 EDR 与 DEVG 之间建立的映射关系是有物理基础的，但211

由于这两种指标通常来源于不同飞机，而不同航班飞机在时空上无法完全重合，因此无法212

直接使用两套 AMDAR数据集中的 EDR和 DEVG进行点对点的时空匹配。为此，本文基213

于同一区域高空航线上的 DEVG 与 EDR 具有相同累积概率分布的假设，来建立 DEVG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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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DR的转换关系。由于两种参数仅在北美、南太平洋、欧洲三个主要区域有较大的空215

间重叠，因此，本文以北美大陆区域的观测作为训练样本构建 DEVG与 EDR的转换模型216

（图 1a,b中区域 a所示），并以太平洋和欧洲区域观测为独立检验样本对模型进行验证217

（图 1a,b中区域 b和 c所示）。218

首先计算 EDR的累积概率分布，然后求出与 EDR同一概率下的 DEVG值（图 5），219

最后通过幂函数拟合得到 DEVG-EDR转换模型。得到 EDR与 DEVG的转换关式如下所220

示：221

* 0.56280.2373*EDR DEVG (2)222

223
图 5. EDR-DEVG 的累积概率分布最优拟合224

Figure 5. Optimal fit of the cumulativ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EDR-DEVG225

表 4为太平洋和欧洲区域距地 5000m以上由 DEVG反演的 EDR*与原位观测的 EDR226

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两个区域的平均值与标准差都较为接近，其中，太平洋上空的反演的227

EDR*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与原位 EDR较欧洲区域更为接近。228

表 4 2019年至 2020年太平洋航线与欧洲的反演 EDR*与原位 EDR的平均值与标准差229
Table 4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derived EDR* and in-situ EDR for Pacific routes and Europe from 2019 to 2020230

太平洋 EDR* 太平洋原位 EDR 欧洲 EDR* 欧洲原位 EDR
均值 (m2/3 s-1) 0.1432 0.1333 0.1742 0.1349
标准差 (m2/3 s-1) 0.0821 0.0467 0.1127 0.0619

3. 结果和讨论231

3.1 结果检验232

对转换为 EDR的两套 AMDAR 数据集进行合并，得到完整的全球 EDR数据集。为233

了验证数据集的可信度，我们将本文所提出的 EDR反演模型记为 EDR24，并将该模型得234

到的结果分别与采用 Sharman和 Pearson（2017）以及 Kim et al.（2017）提出的 EDR-SP17235

和 EDR-KCC17反演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图 6所示为三种模型对 2019年 3月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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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数据集反演结果的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EDR24 与 EDR_SP17 以及237

EDR_KCC17的相关系数均在 0.9以上。EDR_SP17采用的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对数正态238

拟合方法建立的，而本文提出的 EDR24 得到的结果与该算法的相关性达 0.98，较239

EDR_KCC17更高。240

241

图 6. EDR24,EDR_SP17,以及 EDR_KCC17三种 EDR反演模型结果的相关性分布图242
Figure 6.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EDR retrieval models: EDR24,EDR_SP17 and EDR_KCC17.243

合并后的 2019 年 3月-2020 年 2月的全球颠簸数据集共有 467 万条颠簸记录，其中244

184 万个记录来自国家气象中心的 AMDAR 资料，另外 283 万条来自 NCAR/EOL 的245

AMDAR资料。图 7是合并后的 EDR观测数据的概率密度分布，数据呈现对数正态分布246

特征，MOG级颠簸占总样本 5.03%。从空间分布看，数据集覆盖了全球各个大陆及海域，247

其中MOG级颠簸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北美大陆、太平洋以及中国中东部地区（图 8c，248

d)。以上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颠簸数据集中数据信息合理，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分析。249

250

图 7. 标准化处理后数据集中的 EDR对数概率密度分布251
Figure 7.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the EDR records above 5000m in the uniform datasets.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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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统一为 EDR后的全球 5000m以上高空颠簸记录分布图; (b)弱颠簸(0.1≦EDR<0.22 m2/3 s-1)；c)253
中度颠簸 EDR (0.22≦EDR<0.38 m2/3 s-1)；以及(d)重度颠簸（EDR≧0.38 m2/3 s-1）全球概率分布图.254

Figure 8. a) Global distribution of uniformly processed EDR records in a 1°×1° grid at heights above255
5000 m; and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for the (b) weak turbulence(0.1≦EDR<0.22256
m2/3 s-1); (c) moderate turbulence (0.22≦EDR<0.38 m2/3 s-1); and (d) severe turbulence(EDR≧0.38 m2/3 s-1).257

258

3.2 中国及其周边区域颠簸分类特征分析259

在本节中，我们利用上一节中建立的以 EDR 形式描述的全球颠簸数据集，结合260

FY-4A卫星资料对中国及周边区域（70º-160ºE，0º-60ºN）晴空颠簸、近云颠簸以及对261

流诱导颠簸的来源和时空特征进行分析。262

本文采用 FY-4A卫星 10.8 μm亮温以及云顶高度和云顶温度产品对三类颠簸进行263

判识。前期颠簸观测研究发现，水平方向上，对流诱导颠簸和近云颠簸多出现在距云264

团 40-50km，云顶 2km范围内，对流诱导颠簸与对流云相关（Lane 和 Sharman, 2008；265

Lane et al., 2012；Meneguz et al., 2016）。2021年，刘丽敏等（2021）利用WRF模拟266

分析了强对流云周边大气对飞行的影响，并指出在距强对流云水平方向 50km，垂直方267

向 1km范围内，云团以及云顶上辐散外流的气流可使这些区域湍流增强，并引起惯性268

重力波的发展。因此考虑到对流诱导颠簸和近云颠簸可能的影响范围，本文中以颠簸269

记录点时间和位置为中心点，与卫星观测资料进行时空匹配，若在颠簸发生±15 min，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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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50 km，垂直方向±2 km范围内，卫星观测均无云，则将颠簸记录判定为晴271

空颠簸。反之，若有云，则考虑为近云或者对流诱导颠簸。基于卫星观测判识对流的272

方法很多，例如Maddox（1980）提出的亮温阈值法，以 10.8μm通道亮温<241K(<-32ºC)273

为对流判识阈值。后来陆续还有研究利用亮温差法（陈国春 等 2011），或者采用亮温274

结合形态学特征（马瑞阳等，2021）等方法进行对流判识。近年一些研究表明，云顶275

温度（CTT）对闪电和对流降水也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在对流发生的不同阶段具有276

明确的对应关系。它对云的微物理特征敏感，和地面降水相态类型关系密切。为此，277

本文在亮温阈值法的基础上，引入云顶温度辅助对流云的判识。云顶温度的阈值选取278

参考宋琳等（2023）的统计结果，以 230 K作为阈值，若 CTT<230 K且 TBB10.8μm<241279

K则将云团判识为对流云。基于这个标准，若在颠簸发生±15min，水平方向±50 km，280

垂直方向±2 km内存在 1个以上像元点满足对流云的标准，则判定为对流诱导颠簸，281

若不满足则判定为近云颠簸。282

3.2.1 空间分布特征283

图 9给出了我国上空三类高空颠簸的地理分布。由图可见，晴空和近云颠簸分布284

范围最广，几乎在我国所有地区都有出现。其中晴空颠簸高发区主要集中在副热带高285

压北侧，我国中东部至日本以东洋面（图 9a）。近云颠簸的 4个主要活跃区分别位于286

华北、华东、南海以及日本上空，其中华东地区是我国大陆上空近云颠簸发生频次最287

高的区域，全年发生频次近 40次，部分地区达 50余次（图 9b）。华北地区是次活跃288

区，其中心位于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交界处，全年发生约 30余次。除了以上两个活289

跃区以外，青藏高原北坡至东坡是我国西部近云颠簸易发生区域，最大中心出现在青290

海东部至四川西部。结合云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到，与其他近云颠簸发生区域不同，高291

原北坡至东坡的近云颠簸发生区上云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匀性（图 9d）。云的292

不均匀分布必然导致温度的水平分布不均匀，这是引发大气湍流的关键热力因素。飞293

机在经过这些区域的时候，如果高空风增大，在热力和动力不稳定的条件下，颠簸发294

生的概率就可能大大增加。295

与前两种颠簸不同，对流诱导颠簸在海上发生的概率远高于陆地上空，华南地区296

是我国陆地上空对流诱导颠簸的高发区（图 9c）。郑永光等（2008）以及陈国春等（2011）297

先后基于长时间序列卫星资料以及地基闪电观测对我国暖季深对流分布进行研究，这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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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均发现我国深对流云活跃区主要集中在低纬度地区，尤以 25ºN以南地区对流最299

为活跃。与陈国春等（2011）给出的我国暖季（3-10月）深对流云频率分布比较来看，300

除了在高原中东部地区分布不一致以外，对流诱导颠簸与深对流云的活跃区总体一致，301

范围略小。导致这样的差异有多方面因素，最主要的是飞行活动相对于对流活动具有302

更多的主观人为因素。比如，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常常为了飞行安全，会根据前方天303

气情况，采取绕飞对流区尤其深对流区的策略。对于一些特殊地区，例如高原，由于304

其特殊的地形地貌，飞机会有意降低在该地区飞行频次，且飞行时间段也会尽量选择305

在对流不活跃时段。因此，实际观测到的对流诱导颠簸会远低于对流云出现频次。306

图 9.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我国上空三类颠簸以及年平均云覆盖率地理分布（填色表示颠簸307
发生频次）. a)晴空颠簸；b) 近云颠簸；c)对流诱导颠簸；d) FY-4A反演的年平均云覆盖率.308
Figure 9.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upper-level turbulence and yearly-averaged cloud309
cover fraction over China from March 1, 2019 to February 29, 2020. (color shadings indicate the310

turbulence frequency during the year). a) clear-air turbulence (CAT); b) near-cloud turbulence (NCT); c)311
convective-induced turbulence (CIT) and d) FY-4A retrieved yearly-averaged cloud cover fraction312

(dimensionless).313
314

从垂直分布来看，我国上空三类高空颠簸活跃的高度层主要位于 9-12 km 之间，315

最大值出现在 11 km附近（图 10a)。9-12 km一般是飞机巡航飞行高度，同时也是对流316

层顶所在的高度。目前很多研究指出对流层顶区域几乎是所有类型高空颠簸产生的一317

个重要源区（Sharman 和 Trier 2019;Kaluza et al., 2022;Lee et al., 2023）。一方面，这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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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度层是高空急流和高空锋活跃区，高空急流/锋引起的切变不稳定是颠簸产生的重319

要动力因素。另一方面，对流层顶作为对流阻滞层，对云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大部320

分的云发展达到对流层顶后都向外平流，形成宽大的云砧，少部分深对流云，在其局321

部云顶附近会由云内强烈上升气流激发重力波的发展，产生风速、温度和气压振荡，322

这些波动可以从源区向外传播很远的距离，当飞机经过波动传播的区域时，无论是在323

云内还是在云外都会引起颠簸。324

结合颠簸强度分析，晴空和对流诱导颠簸无论强弱，都易发生在对流层高层靠近325

对流层顶附近（图 10b,d）。而近云颠簸则有所不同，弱颠簸主要集中出现在对流层高326

层，中等以上强度的近云颠簸在对流层中层和高层的发生概率基本相当（图 10c）。其327

中位于对流层中层的活跃区与对流层中低层的湍流混合层接近。这个高度层是对流层328

中第二个对流阻滞层，在没有有组织的上升运动时，很多层云或雨层云发展到这个高329

度层就平铺开来。尽管在湍流混合层内气流流速相对较慢，但是运动具有无规则性，330

飞机在经过这些区域时也可能产生较大的颠簸。331

332
图 10.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我国上空三类颠簸发生频次垂直分布. a)三类颠簸总体垂直分布；弱和333

MOG 级 b) 晴空颠簸；c)近云颠簸以及 d) 对流诱导颠簸发生频次的垂直分布.334
Figure 10.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occurrence frequencies of three types of turbulence over China335

from March 1, 2019 to February 29, 2020. a) the overall vertical distribution for the thee types of turbulence;336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for the weak and MOG level of b) CAT; c) NCT; and d) CIT.337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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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季节变化特征339

图 11给出了中国上空三种颠簸观测记录的月变化分布。由图可见，晴空颠簸的峰值340

主要出现在 1-4月，即冬春季。次峰在 10-11月，夏季出现概率最低。近云和对流诱导颠341

簸月变化分布呈现单峰结构，6-8月是这两类颠簸的高发期，冬季出现概率最低。综上所342

述，我国高空颠簸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且不同类型的颠簸发生规律存在显著的季节差343

异。344

345

图 11.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中国及其周边区域晴空颠簸、近云颠簸与对流诱导颠簸月变化346
Fig. 11 Monthly variation of CAT, NCT and CIT in China during March, 2019-Feburary, 2020.347

348

为了对三类高空颠簸的时空特征作进一步分析，以夏季和冬季为典型季节，对三类颠349

簸在这两个季节的空间分布进行比较。图 12给出了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中国及其周350

边区域夏季和冬季晴空颠簸、近云颠簸与对流诱导颠簸分布。如图所示，夏季晴空颠簸在351

中国及其周边区域的发生频率和冬季相比普遍偏低，活跃区位置也较冬季偏北（图 12a,d)。352

夏季晴空颠簸主要集中出现在华北、黄海和日本上空，冬季则集中出现在华南到华东沿海353

一带。两个季节中，日本以东洋面上空的晴空颠簸高值区中心位置较为稳定，仅在范围上354

有所变化。近云颠簸和对流诱导颠簸的发生在夏季的频率显著高于冬季，特别是对流诱导355

颠簸在冬季几乎很少发生（图 12b,c,e,f）。在地理分布上，近云颠簸在夏季以华南到华东356

沿海一线为其高发区，冬季仅集中出现在浙江、上海及其以东洋面上空，河北南部也偶有357

近云颠簸发生（图 12b,e）。夏季对流诱导颠簸在中国大陆区域主要出现在华南沿海地区，358

海上则主要集中在西沙和东沙群岛以及日本以东洋面上空。冬季中国大陆上空几乎没有对359

流诱导颠簸发生，仅在东海上空出现（图 12c,f）。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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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图 12. 2019年 3月-2020年 2月中国及其周边区域夏季（a,b,c）和冬季（d,e,f）晴空颠簸、近云颠362
簸与对流诱导颠簸分布363

Figure 12.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upper-level CAT, NCT and CIT during summer (a,b,c) and364
winter seasons (d,e,f) i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s during March, 2019-Feburary, 2020.365

366

结合大气环流背景来看，三类颠簸在副热带高压西进东退和西风急流南压北抬过程中，367

均有明显的响应，但响应特征不完全一样（图 13）。其中对流诱导和近云颠簸随着急流368

北抬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西进，中等以上强颠簸的频次显著增加，在 6-8月之间达到峰值。369

而中等以上强度的晴空颠簸则在此期间出现低谷（图 13b）。与此同时受两种天气系统影370

响，三类颠簸发生位置均表现出冬春季位置偏南偏东，夏秋季位置偏北偏西的特点。其中371

晴空颠簸与急流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变化的同步性更好（如图 13a,c）。很多研究表明，372

高空急流和副热带高压对东亚天气气候具有调制作用（李崇银等，2004；陆日宇等，2013），373

它们可以通过影响热带大气热力异常，对热带外大气环流产生强迫作用。当西风急流北移，374

热带强迫所激发的异常波列也会随之向北伸展，且强度加强。从以上分析来看，东亚高空375

西风急流和副热带高压与颠簸类型、发生位置和强度具有密切关系。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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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378
图 13. 2019年高空急流和副热带高压及三类颠簸（晴空、对流诱导、近云颠簸）位置和强度月变化图。379
(a) 高空急流和三类颠簸中心纬度的月变化；（b）高空急流核最大风速以及三类颠簸中等以上强度月380
频次变化图；(c) 副热带高压西脊点经度和三类颠簸中心经度的月变化 (蓝色粗实线表示急流，黑色粗381
实线表示副热带高压，红色实线表示对流诱导颠簸，红色虚线和长短线分别表示近云颠簸和晴空颠簸）.382

Figure 13. The monthly variations of the locations and strength for the upper-level jets,sub-tropical high383
and turbulence (clear-air turbulence, convective-induced turbulence and near-cloud turbulence) in China and384

its surroundings during March, 2019-Feburary, 2020. (a) monthly variation of the center latitudes of385
upper-level jets and three turbulence; (b) monthly variation of the maximum wind speed of jet cores and386
frequencies of the moderate to great turbulence; (c) the monthly variation of the west most longitude of387

sub-tropical high and the center longitudes of three-types turbulence.(blue and black solids correspondingly388
indicate upper-level jets and sub-tropical high, while red solid, dash and dash dot lines represent389

convective-induced, near-cloud and clear-air turbulence respectively.)390

391

3.2.3 日变化特征392

本文中为了消除由于飞行高峰和低谷时段样本量不均衡对结果的客观性带来的影响，393

采用 2小时为间隔计算三类高空颠簸发生频次相对于这期间总的飞行记录数的比，来评估394

颠簸的日变化特征。如图 14a所示，三类颠簸都显示出多峰结构，且白天颠簸发生概率较395

夜间更高，呈现明显的日变化特征。颠簸发生的高频时段集中在上午（6-10时，北京时）396

和午后（12-16时）（图 14a）。晴空颠簸最易出现在午后，以 12：00时前后为高峰。近397

云和对流颠簸在上午和午后两个时段出现概率基本相当，相比较而言，近云颠簸午后发生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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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略高，而对流颠簸上午发生概率略高。这个特征总体与 Kim和 Chun（2011）基于 6399

年的飞行员报告以及颠簸数值诊断产品统计得到的东亚地区高空颠簸日变化结果相一致。400

401

402

图 14. 中国区域三类高空颠簸日变化特征：(a)晴空（蓝色虚线）、近云（绿色虚线）和对流诱导颠簸403
（红色实线）总体日变化特征；弱和MOG 级(b)晴空颠簸；(c)近云颠簸；以及(d)对流诱导颠簸日变化404

特征（折线表示弱颠簸，红色柱表示MOG 级颠簸）405
Figure 14. Diurnal variation of turbulence above 5000m in China. (a) CAT(blue dash line), NCT(green dash406
line) and CIT (red solid line) diurnal variation;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the weak and MOG level (b) CAT; (c)407

NCT; and (d) CIT(blue curves represent weak turbulence, red bars represent MOG turbulence).408

从三类颠簸不同强度的日变化演变来看，晴空颠簸的强、弱颠簸的日变化规律基本一409

致，即峰值出现在午后 12：00-14：00时（北京时）期间，次峰在 6：00-10：00期间（图410

14b）。近云颠簸的弱颠簸在 14：00-16：00期间出现概率最高，而中等以上强度的近云411

颠簸主峰出现在 8：00-10：00期间，次峰出现在午后 12：00-14：00期间（图 14c）。对412

流颠簸的日变化特征与近云颠簸非常类似，只不过中等以上强度的对流颠簸在 8：00-10：413

00的峰值更加突出（图 14d）。由图 9c我国区域对流诱导颠簸的地理分布可见，我国区414

域上空对流诱导颠簸的活跃区主要集中在华南特别是广东、福建以及西沙和东沙群岛一415

带。对流诱导颠簸与对流活动密切相关，目前很多研究中都发现华南地区对流活动具有显416

著的日变化特征，但是不同地区的日变化特征表现不同。例如，Shou等（2020）对珠江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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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地区 10年短时强降水日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该地区的短时强降水第一个峰418

值出现在清晨（04:00-09:00北京时），第二个出现在午后（14:00-18:00北京时），两个419

峰值出现的概率基本相当。Li et al.（2016）研究华南前汛期期间华南西部强降水日变化420

特征后发现，该地区的强降水峰值出现在清晨，并认为这与低空急流日变化关系密切。421

Zheng等（2016）在研究中国降水日变化特征中发现，广东省沿海地区强降水频率在白天422

出现峰值，他们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海风环流在上午加强有关。由此看来，我国地区对流诱423

导颠簸的日变化规律与对流活动具有密切关系，受不同地区对流活动的日变化影响，整体424

表现出双峰结构日变化特征。425

426

4. 结论427

为了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高空颠簸进行客观分析，本文基于 2019 年 3 月-2020 年 2428

月由美国大气研究中心地球观测实验室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接收整理的两套429

飞机观测资料，提出了一种飞机颠簸观测资料的处理思路。即，首先通过对两套资料颠簸430

记录进行极值检查、连续性检验以及孤立点剔除和交叉检验等质量控制；然后通过建立湍431

流等级与 DEVG，以及 EDR与 DEVG的 EDR24反演模型，将颠簸观测进行标准化处理，432

进而构建得到一套覆盖中国及其周边区域飞机颠簸 EDR数据集。从对比检验结果看，本433

文提出的 EDR24反演模型与目前使用最广泛的采用对数正态拟合方法建立的 EDR-SP17434

反演模型精度相当，两套模型得到的结果相关性达 0.98，转换后的一年全球 EDR颠簸观435

测数据集符合对数正态分布特征。436

在该数据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结合 FY-4卫星观测和定量产品以及 ERA5再分析437

资料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三类高空颠簸：晴空颠簸、近云颠簸以及对流诱导颠簸的空间438

分布、季节以及日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其中一些主要结果简述如下：439

1)我国上空三类高空颠簸中，晴空颠簸高发区主要集中在副热带高压北侧，我国中东440

部至日本以东洋面；近云颠簸多集中出现在华北、华东、南海、以及青藏高原北坡至东坡。441

华东和华南地区分别是我国大陆上空近云颠簸和对流诱导颠簸的高发区。442

2)三类高空颠簸活跃的高度层主要位于 9-12 km之间，在对流层高层靠近对流层顶附443

近。晴空颠簸的峰值主要出现冬春季，夏季出现概率最低。近云和对流诱导颠簸夏季高发，444

冬季大陆上空对流诱导颠簸几乎很少发生。夏季近云颠簸高发区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445

海一线，对流诱导颠簸则主要出现在华南沿海地区。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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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类颠簸的日变化均显示出多峰结构特征，颠簸发生的高频时段主要集中在上午447

（6-10时，北京时）和午后（12-16时）。晴空颠簸最易出现在午后，近云和对流诱导颠448

簸在上午和午后两个时段出现概率基本相当。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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